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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学对于海洋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但是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作为一门独立的

分支学科的海洋人类学( Maritime Anthropology) 才正式诞生。所谓海洋人类学，就是运用人类学的

理论、视角和方法对海洋社会的人群行为及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学科。海洋人类学的研究强调

一种海洋主体性的视角，突出海洋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尤其认为海洋社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

化类型，有其不同于内陆社会的运作逻辑和文化规范。深入了解和认识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环境和

文化独特性，不仅是人类良性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前提，也是处理人类与海洋之间关系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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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对于海洋的探索和开发亘古久远。作为与大陆文

明相对应的一种文明类型，海洋文明是人类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通过各种实践活动，与海洋紧密

互动而形成的。因为海洋环境存在差异性，世界各地的不同族群对于海洋的开发、利用和适应也不

尽相同，由此也就形成了多样性的海洋文化。作为一门尊重和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学科，人类学对于

海洋族群与海洋社会文化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并最终发展出海洋人类学( Maritime Anthropolo-
gy) 这一独立分支学科。可以说，作为一门兼跨人类学与海洋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海洋人类学在推

动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开发和利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尤其是对于当下中国的海洋发展

战略更是不可或缺。本文拟从追述人类学的海洋研究入手，介绍海洋人类学的概念发展，界定海洋

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并对这一重要分支学科的学科意义略加阐释，从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

人类学学科提供借鉴。

一、海洋人类学的由来及概念界定

所谓海洋人类学( Maritime Anthropology) ，就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对海洋类型社

会的人群行为及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学科，它主要探讨包括渔业社区的人口、家庭、风俗、宗教信

仰、生计方式、组织规范、技术工具、艺术以及海洋适应、海洋移民和海洋污染与海洋生态保护、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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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管理、全球化对于地域渔业社区发展、海洋资源共享、海洋利用协作的影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这一分支学科的产生与人类学发展息息相关。西方人类学界很早就关注到海洋和渔业社会，在人

类学这门学科诞生之初，英国剑桥大学的哈登( A． C． Haddon) 教授就曾组织开展了著名的托雷斯

海峡( Torres Strait) 调查，对海岸带土著人的体质、心理、语言、宗教信仰、艺术和工艺等方面进行初

步研究，并出版了六卷本的《剑桥托雷斯海峡人类学探险报告》。此外，由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 、拉德克利夫·布朗( Alfred Ｒadcliffe-Brown) 及玛格丽特·米德( Margaret Mead) 所撰写

的人类学经典名著《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萨摩亚人的成年》，也是专门针对海岛

土著部族的人类学研究。［1］应当指出的是，上述早期人类学经典以海岛土著作为研究对象，与西方

早期海外殖民统治格局是密切相关的，更多的是一种无心插柳之作，其探究重点是“土著”而非“海

洋”。人类学真正意义上以渔村、渔业为主题开展的一项重要调查研究，是由被誉为英国社会人类

学之父的雷蒙德·弗斯( Ｒaymond Firth) 所完成的。1939—1940 年间，弗斯与其妻子在莱弗尔梅

( Leverhulme) 奖学金的资助之下，前往马来半岛东海岸调查和研究当地的海洋渔业，并写成了《马

来渔民的小农经济》( Malay Fishermen: Their Peasant Economy) ［2］一书。该书于 1946 年出版，书中

包含了大量关于当地渔业经济的细节描述，如渔获量、商品价格和市场组织、渔民收入、资本投入及

借贷等; 除此之外，作者也对影响当地渔业经济的社会文化因素———如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宗教

信仰等进行了深度分析。该书的重要意义在于突破了以往人类学主要集中针对农耕社会和采集狩

猎社会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局限，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认识海洋及渔业社会文化。可以说，弗斯的

《马来渔民的小农经济》是第一本从人类学视角专门针对一个渔业社会及其经济关系所完成的海

洋民族志。自弗斯之后，人类学关于海洋渔业社区的研究日渐增多。伴随着大量相关论著得以出

版，海洋人类学的概念也日趋明晰。从现有资料可见，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西方学术界已开始正

式提出“海洋人类学”这一名称，［3］其最初定义主要是用来指涉那些生活在海上和海岸带人群的民

俗文化和物质文化。而随着人类学日渐介入海洋社会研究，其研究内容也渐趋丰富，海洋人类学的

概念也从最初集中关注海洋民俗文化，发展为有关海洋社会文化类型的整体性研究。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海洋人类学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研究成果逐渐为学术界所熟悉和认可，其研究也在

20 世纪 70 年代达到了一个高潮，而海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与海洋学共有的一个分支学科也就应

运而生，其标志性成果主要是 1977 年美国人类学家史密斯( M． Estellie Smith) 所编著的《海上人家:

一项海洋人类学研究》( Those Who live From the Sea: A Study in Maritime Anthropology) 一书。［4］

在海洋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渔业社区与海洋社会是两个争议较多的核心概念。从西方已有

的海洋人类学研究成果来看，其所考察的对象基本集中在以渔业经济为主要生计的渔业社区和群

体。究其原因，可能是这类渔业社区和群体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文化特殊性，如社会结构、生活方式、
人际关系、技术工具以及思想观念等。然而，在既有的研究中，有关什么样的社区才属于渔业社区，

渔业社区应该具有哪些特征，以及渔业社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脱离渔业而存在等一系列问题，却一

直都颇有争论。［5］概而言之，这些争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派别: 一派主要是从社区的文化或文化

建构( culturally constructed) 的角度来考虑，如 Marian Binkley、Gerald Sider 和 Anthony Davis 等人主

要是从女性在生产生活中的角色，以及家庭关系的复杂性和亲属关系在渔业生产中的重要性来定

义渔业社区; ［6］而 Steve Jacob 和 Michael Jepson 等人则认为，既然是渔业社区，那么渔业在人们心

目中和认识观上必须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 ［7］Ｒichard Apostle 等人在对加拿大和挪威的渔业考察

之后则发现，渔业是一个“文化的容器”( cultural containers) ，它容纳了很多特别的技术、组织形式、
制度、知识和身份认同等内容。［8］另一派则是从地理位置等方面来定义渔业社区，如 Bonnie H． Mc-
Cay 认为可以依据地理学上所说的距离海岸线的远近来定义渔业社区; ［9］Patricia M． Clay 和 John
J． Poggie Jr． 等人则强调渔业社区应该是享有共同的海岸聚落，同时又在同一片海域作业的存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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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联系的人群共同体，［10］这一定义特别强调人们的生产生活在地域上的联系。虽然以上定义强调

的内容各有侧重，但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渔民有别于其他群体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其突出的流动

性，渔民在陆岸可能是共同生活在一个渔业聚落，但是在海上作业时，却通常是随波逐流，分散行动

的; 另外，随着现代渔业的发展，船主与船员之间关系也发生了较大改变，［11］船主已不再经常雇佣

自己的亲属当船员，所以说从文化建构以及地理位置等单一层面来判断和定义渔业社区显然是存

在不足的。
与西方学术界不同，目前国内从事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多强调使用“海洋社会”作为

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但是对于何为“海洋社会”，不同学者之间同样也存在较多分歧，大

体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海洋社会，指在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海洋活动中，人与

海洋之间、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的组合，包括海洋社会群体、海洋区域社会、海洋国家等不同

层次的社会组织及其结构系统。”［12］第二种观点认为，“海洋社会是人类缘于海洋、依托海洋而形成

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以其独特的涉海行为、生活方式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殊结构的地域共同

体。”［13］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海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海洋、海岸带、岛礁形成

的区域性人群共同体。海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包括人海关系和人海互动、涉海生产和生

活实践中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互动。以这种关系和互动为基础形成的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思

想文化结构在内的有机整体，就是海洋社会。”［14］正是因为意识到一门学科在诞生之初总是会遇到

概念界定等问题，著名海洋史学者杨国桢教授很早就提出了要加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概念

磨合，他认为概念磨合是任何学科创立之初都会存在的问题，概念磨合是一个交叉、渗透和融合的

研究过程，它不仅不会贬低多样性和多角度的研究，相反还会刺激更高层次的多样性研究。［15］

其实，对于“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等概念的界定固然重要，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任何

概念都并非固定不变。自 20 世纪以来，整个世界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海洋社会也同样

经历了一个急剧变迁的过程。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急剧减少，如今沿海地区采用传统的出海捕鱼

方式来经营生计的渔民越来越少，相当多数的渔民转而从事海产养殖; 与此同时，一些相关产业也

因为沿海地区所具有的便利交通优势，纷纷将企业和工厂转移到沿海渔村，由此吸纳了大量渔村劳

动力，导致从事传统捕捞业者越来越少，渔村人员外流严重，出现巨大变化; 此外，全球经济一体化

和移民流动等因素也使得传统渔业社区与外界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在逐渐

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对于传统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的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所从事的职业发

生了变化，渔村呈现较大变迁，生长于海洋社会的人群，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始终都渗透着海洋

的因子和色彩。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海洋社会的这些变迁也恰好正是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之一。
由此观之，我们对于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的研究不必过度拘泥于概念的严格区分，只要我们立足于

从多维视角来思考、把握、分析和研究其文化内涵，不同学科和学者对于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相关

概念的理解就必然会愈加透彻和清晰。

二、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与方法

目前关于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由于切入学科性质的不同，其研究对象也有所区别，

例如海洋史学主要研究历史上的海洋活动，尤其是海洋贸易、海洋移民、海疆治理等，海洋民俗学主

要关注各种与海洋有关的习俗、神话、传说、故事和民间信仰等，海洋考古学则侧重对于史前海洋文

化、海洋民族的起源与分布以及历史上的海洋沉船等器物的考古发掘之类问题的探究。近期兴起

的海洋社会学则注重考查社会条件变量与海洋开发利用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

畴，从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是针对以渔业经济为主要生计的社区和人群的探索，如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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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洋人类学家 James Ｒ． McGoodwin、John J． Poggie Jr．、Ｒichard B． Pollnac 和 Ｒob van Ginkel 等人

的一系列论著，几乎都是从海洋民族志视角考察渔业社区问题。以研究海洋渔业著称的人类学家

艾奇逊( James M． Acheson) 曾经将海洋人类学的主要研究范畴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现代渔业( mod-
ern fisheries) 、船上生活( shipboard life) 和史前海洋适应( prehistoric marine adaptations) ，［16］但这一

归纳显然还是比较狭窄的，并未能涵盖海洋人类学的丰富研究内涵。从海洋人类学兼具理论发展

和实践应用的独特学科特点出发，同时结合对西方已有的海洋人类学研究成果分析，我们认为海洋

人类学的研究范畴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渔业社区的整体性研究。渔业社区是海洋和

渔业文化保存和传承的重要载体，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作为整体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渔业

经济，而且还可以窥探具有多样性文化特征的渔民生活。具体来说，渔业社区研究应该包括社区的

社会结构、组织制度、文化规范、生产方式、技术工具、经济模式、行为方式、家庭结构、亲属关系、心
理性格、宗教信仰、音乐艺术以及船员的水上生活和渔业社区的变迁等诸多方面。二是有关海洋生

态保护、渔业资源管理和海洋政策制定等内容的应用性研究。［17］众所周知，随着人类开发海洋的强

度日渐加大，海洋渔业资源面临枯竭，海洋生态岌岌可危。此外，海岸带的过度开发、污染加重以及

政府政策与渔业社区文化之间矛盾频生，这些都是海洋人类学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海洋人类学研

究的最终目的就是推动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和谐共存。这一点，从西方海洋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也可

以看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学者们的关注焦点已开始从海洋文化转移到海洋生态保护、
海洋公共财产资源管理、海洋使用权和海洋政策等具有很强应用对策性的问题探究上。三是海洋

社会文化其他问题的研究，包括海港文化、海岛旅游、海洋移民、史前海洋适应以及沿海不同人群和

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等。当然，海洋人类学在对上述问题开展研究的同时，也不排除对于其他学

科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吸收，包括海洋自然科学。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一些研究者可能会疑虑上述海洋人类学研究范畴中的学科重叠问题。这

里包含两个方面: 其一，海洋人类学与人类学其他分支学科的重叠。在海洋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过程

中，海洋人类学与经济人类学、应用人类学等分支学科之间经常会出现研究对象重叠、研究区域相

近等问题。对此，我们认为不同分支学科之间存在研究重叠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对于人类学这样

一门“学科之中的学科”来说更是如此。［18］其实，人类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的差异只是关注点和

研究内容上的不同，其研究视角皆是社会文化视域内的深度观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洋人类学

与经济人类学、应用人类学互有交叉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对于海洋社会的研究，既可以是针对渔

民的经济行为和生计模式，也可以是关于海洋生态的保护和渔业资源的管理，同时还可以是海上或

涉海人群的文化模式和宗教信仰等等。但此处需要强调的是，与人类学对于农耕及采集狩猎等社

会的研究不同，海洋人类学注重“以海洋为本位”［19］来思考和研究海洋社会的社会结构、行为模式

和文化规范等。其二，海洋人类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重叠。如同样对海洋污染和海洋生

态开展研究的海洋社会学，以及对海洋社会和人群的民俗、信仰开展研究的海洋民俗学等。其实，

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洋人类学与上述海洋社会学、海洋民俗学在一些研究范畴上确实存在交叉重

叠，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二者之间在视角、方法方面并非完全一致。首先，从研究视角上来看，海

洋人类学注重从海洋主体性来思考和研究海洋社会文化。众所周知，在传统学术研究中，相当长时

期内存在着西方与东方、现代与原始、先进与落后，以及中心与边缘、华夏与蛮夷这样一种二元对立

的视角和思维。以人类学对于华南社会和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为例，学者们基本都是站在一种

“从中心看周边”的视角来开展研究，将这些非中原汉人社会的族群和文化视为边缘，从而忽视了

这些社会的独立性和他们对于文化进行再建构的能力。［20］又如在关于环中国海海洋族群的研究

中，以往很多历史学者、考古学者和民族学家的研究都是“在以汉文史籍为依托、王朝史学为主体

的传统史学框架中，从中原看四方、陆地看海洋、华夏看岛夷”，从而使历代海洋族群的社会历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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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不能得到真实的再现。［21］因此，如欲将海洋人类学研究与传统的人类学和其他学科对于海洋

的研究区别开来①，就必须要转换视角，强调一种海洋主体性即以“海洋的思维”作为开展研究的主

导思想，突出海洋社会这一文化类型的独特性。其次，从研究方法上来说，田野调查方法，尤其是参

与观察法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石和学科优势所在。自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科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

来，长时间( 通常为一年) 地参与到被调查对象的社会生活中，与被调查对象建立和保持良好关系，

通过田野笔记等各种方式来记录和获取资料就一直被奉为人类学家开展调查研究的圭臬。［22］人类

学的这种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式的田野调查方法具有两个优势: 一是为期一年左右的田野调查可以

让研究者观察到被调查社区和人群的一份完整的生产和生活图景; 二是参与式的观察可以让研究

者同时拥有一种主位和客位的双重研究视角，进而获得更多真实、有效的第一手资料。人类学的研

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但也不排除定量研究，具体到海洋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中，两者可以很好地

结合在一起，前述雷蒙德·弗斯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弗斯的研究发表之前，很多学者批

评人类学家对于传统非西方社会的经济研究缺乏定量的数据支撑，因而不具有科学性。然而，弗斯

的著作《马来渔民的小农经济》一经发表，就对很多关于人类学研究方法和科学性的质疑及批评给

予了有力的回击。在这本书中，除了大量描述性的文字之外，弗斯还使用了很多统计性的数据，包

括渔民的渔获量、出海时间以及渔市中的资本、利息、利润、工资等，从而很好地向读者展示了他在

实际调查中对于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的有效运用，此外，弗斯在全书的附录部分还增添了许多其在

调查过程中所搜集到的有关船只、技术、资本、鱼产量等的统计数据和图表。［23］像弗斯这样精细的

海洋民族志，只能依靠人类学的深度参与观察才能完成。所以说，在海洋社会研究方面，无论是从

研究视角亦或是从研究方法而言，海洋人类学都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优势。
海洋文明是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并存的三大人类文明形态之一，它是人类与海洋长久互动和

实践的结果，也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一种存在和表现形式。弗斯在《人文类型》一书中，曾深入探

讨了历史和地理因素对于一个民族生活的重要影响作用，并指出了文化作为自然环境的产物，是如

何在不同社会中解决各种问题的。［24］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将海洋文明定义为一种海洋人文类型。
那些生活于岛屿、海岸带、沿海村落等海洋社会的人群，“走洋如适市”，［25］海洋对于他们来说无疑

是主要的生存空间。但是，相对于陆地而言，大海是一个危险的异域环境，生活在海洋上的人群经

常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必须借助于很多外在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如天气、风向、潮汐、设备、
技术等，才能够在海上作业，否则任何气候状况变化或操作失误都可能招致生命危险。也正是因为

长期生活在海洋这样一个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所以海洋族群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文

化类型，在物质、制度、精神等层面上都产生了与其他两个文明类型有所不同的内容。对于海洋族

群来说，海洋作为一个“自然家园”已经渗透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成为了他们生命中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三、海洋人类学的研究意义

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海洋人类学的诞生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但是其研究却吸引

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众多学科研究者以及政府部门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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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台湾人类学家王崧兴于 1967 年出版的《龟山岛———汉人渔村社会之研究》是较早的一本优秀的中国海岛
民族志。在这本书中，王崧兴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很好地阐述了在龟山岛这样一个以渔业为主要生计方
式的地方社会，其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所呈现出来的诸多特殊性。但对于海洋族群思想和文化观念等方面则较少
深度描述和探讨。参见王崧兴:《龟山岛———汉人渔村社会之研究》，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1967 年。



对于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海洋人类学的诞生缘于对现实的关怀。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

岸线以内 60 千米的地方，由海岸带、海域、岛屿组合而成的海洋社会系统是人类社会区域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世界上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也大多分布在沿海一带。在中国，海洋同样已成为人们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空间，甚至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这一点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沿海一带的经济发展和海洋进出口贸易的不断增加可以看出。进入 21 世纪，世界各国对于海洋的

开发、利用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包括远洋运输业的发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捕捞、海底能源的勘探

与开采以及海洋和岛屿旅游业的开发等，海洋已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与此同时，由于

缺乏对海洋及海洋社会的深度认识，一段时期内，人们陷入了一种盲目和过度开发利用海洋的境

地，进而使海洋生态变得脆弱不堪。此外，又因为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对于领海、公海等概念缺乏一

个明确界定和共识，所以在海洋开发、利用过程中，相邻各国之间经常会出现诸如争夺海域捕捞权、
渔民越境跨国捕鱼、海洋污染和海洋资源管理混乱等问题。正是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1982 年，世

界各国在牙买加召开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一致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于 1994
年 11 月 16 日正式生效。① 但是，从现实来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颁布对于海洋发展和海洋保

护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实质效应，相反，由于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明确划分，使得一些沿海国家对于

海洋的开发呈现出纷杂多样的局面。其实，海洋问题的出现，反映的并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有关海

洋利益的争夺，从更深层次来看，它透视出的是人类如何与海洋和谐共处的问题。作为一门研究人

与文化多样性的学科，人类学开展对于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研究不仅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而且也具有

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从西方学者开展的海洋人类学研究来看，其研究内容涵盖渔民之间的协作、
渔业资源的管理、海岸带的管护、海洋生态的保护、沿海滩涂的开发、海岛旅游业的发展、海洋政策

的制定、渔业社区的变迁和港口文化的建设等诸多方面，这些研究不仅为人们重新认识海洋和处理

人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也为国家开发海洋、保护海洋和制定海洋政策提供了可供参考

的依据。例如在美国，渔业保护管理局( MSA) 在定义“渔业社区”的概念以及制定渔业政策的时候

就充分参考了人类学家的研究和意见，［26］美国的国家海洋局顾问委员会中也总是固定会有几名人

类学家参与其中。又如在挪威，国家在发展海洋旅游业以及石油公司在勘探海底石油和建造海上

钻井平台之前，通常都会先雇请一个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研究团队对相关海域的海洋生态、渔业资

源、社区文化和开发之后可能会造成的相关影响进行调研和评估。此外，在加拿大、英国、冰岛、荷
兰、日本等海洋国家，政府部门对于海洋人类学家的研究同样也十分重视，并适时将他们的相关研

究成果吸纳到了本国海洋政策的制定中。
在对于海洋的传统认识中，人们一直抱有一种以陆地为本位的视角，将海洋看做是陆地的附

属、边缘和终结，海洋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积极意义，也仅在于海洋是沟通各大洲文明的大通道，

使濒海的各民族成为邻居。［27］然而，海洋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远非如此。海洋人类学的研究

就是要试图改变人们对于海洋的这种传统认识观，从而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来看待海洋和处理与海

洋之间的关系，以及重新认识海洋社会及其文化的独特性。要达到这一目标，其关键点就是要树立

海洋主体性思维，充分认识到海洋社会是与陆地社会相对应的一种独特的人文类型。正是由于文

化和环境的不同，那些长期以来靠海为生的海洋族群在认识和处理与海洋之间关系时也就会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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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公约的诞生改变了过去领海之外即公海的传统格局，全世界 30% 多的海洋( 约 1． 094 亿平方公里) 被划
为沿岸国家的管辖海域，“内海水”( 领海基线之内的海域) 和“领海”( 从量算领海宽度的基线算起不超过 12 海里
的海域) 及其上空、海床和底土，享有和陆地国土相同的完全主权，同时公约还规定一国可对距其海岸线 200 海里
( 约 370 公里) 的海域拥有经济专属权。



出与其他社会的族群不同的一面，而这种差异性正是海洋人类学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正

确认识到这种差异性也是有效处理当前海洋危机和人海矛盾的关键。摆脱来自陆地视野下的传统

海洋认识和海洋研究，回归到以海洋为本位的学术视野下来认识和研究海洋，是海洋人类学研究可

以作出的一大贡献。除此之外，海洋人类学在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也引起了

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在传统的人类学研究著作中，主观描述常常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数据统

计和分析则显得不足，而这种所谓缺乏科学性的调查、研究的写作方式，正是造成 20 世纪 80 年代

以《写文化》为代表的对于人类学写作模式展开批评的原因之一。［28］而在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著作

中，定性与定量常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大量有关渔业经济、船只、设备、资本、收入、价格等数据的

定量统计和分析被广泛使用，甚至经济学模型等研究工具也不鲜见。更为重要的是，海洋人类学家

通过长时间的参与观察，不仅可以从渔业社区获得上述真实有效的定量统计数据，而且也可对海洋

族群的日常行为、仪式过程和生活方式等加以细致“深描”，从而为今人了解海洋提供深度的民族

志资料。因此，从学术层面来说，海洋人类学的研究和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四、结语

毋庸置疑，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进入 21 世纪以来，人类对于海洋的依赖越来越明显，海洋

开发和利用也愈加立体、多样和全面，然而，就在人类大力开发海洋的同时，海洋生态环境日趋恶

化，渔业资源急剧减少，人海之间的矛盾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此外，海洋争端的增加也使海洋成

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海洋发展已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缘于对海洋与人类发展的现实关怀，海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于 20 世纪 70 年

代在美国得以正式诞生，并在此后得到了较好发展和应用。在研究和分析方法层面，海洋人类学有

着一种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对于海洋社会文化的整体性理解。其研究强调一种海洋主体性的视角，

突出海洋社会自身环境( 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 的特殊性，尤其认为海洋社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

文化类型，有其不同于陆地社会的运作逻辑和文化规范。而获得这些对于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环境

和文化独特性的了解和认识，不仅是人类良性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前提，也是处理与海洋之间关系的

基础。所以说，海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与海洋学的一个重要交叉研究领域，它在推动和改变人们对

于海洋的认识、开发和利用等方面影响深远。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对于中国而言，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人类学学科，尤其具有特殊意义。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海洋传统的海洋大国，尽管在一段时期内，这种海洋传统与国家的海洋性曾一

度被遮蔽与弱化，但历代“以海为田，以渔为粮”的海洋族群，一直实践着这种海洋传统，并在多样

化的海洋生计、习俗与仪式中不断建构其自身的海洋族性边界，由此形塑出多元的海洋观，进而在

环中国海域的广袤国土上培植出了一种珍视海洋、善待海洋的海洋精英主义，这是中国对于世界海

洋文明的重要贡献，也是值得重视的地方性与民族性知识。因此，认真吸收西方海洋人类学既有研

究成果，结合中国本土实践，构建我国的海洋人类学学科，不仅有助于重新阐发中国的海洋传统，而

且对于推动海洋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保存，乃至当前我国制定正确的海洋战略方面也将发

挥积极的作用。
当然，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中国的海洋人类学的发展还需要开展很多工作，包括海洋民

族志资料的积累、相关核心概念的进一步凝练、学科理论与体系的建立等，而这些无疑都有赖于我

们在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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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Haddon A． C． ，ed． Ｒeports on the Cambridge Anthroplogical Expedition to Torres Straits，six vols． Cambridge: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1—1935;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著: 《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张云江译，北

京: 九州出版社，2007 年; 拉德克利夫－布朗著:《安达曼岛人》，梁粤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玛

格丽特·米德著:《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周晓虹、李姚军、刘婧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 年。
［2］Ｒaymond Firth． Malay Fishermen: Their Peasant Economy． London: Kegan Paul，Trench，Trubner and Co． ，Ltd． ，1946．
［3］Ｒob van Ginkel． “Maritime Anthropology: Achievements and Agendas”，In Bostjan Kravanja and Matej Vranjes

( eds． ) ． MESS: Mediterranean Ethnological Summer School． Vol． 6． Ljubljana: University of Ljubljana，2005，pp． 45－
78．

［4］M． Estellie Smith． Those Who live From the Sea: A Study in Maritime Anthropology． San Francisco: 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77．

［5］［26］Patricia M． Clay and Julia Olson． “Defining Fishing Communities: Issu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Napa Bulle-
tin，2007( 28) ，pp． 2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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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ime Anthropology: Concept，Category and Significance

ZHANG Xian-qing，WANG Li-bing
(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 Anthropologist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marine and researched it for a long time，but up to the 1970s，mari-
time anthropology was regarded as an independent sub-discipline of anthropology． Maritime anthropology uses anthropologi-
cal theory，perspective and method on the marine social crowd behavior and culture，and tries to analyze and research
them． Maritime anthropology emphasizes a“sea-based”perspective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marine social environment，es-
pecially highlights that the marine community，a unique social-cultural type，is different from inland society as it has its
own operational logic and cultural norm． To understand and know marine and its uniqueness of social-cultural environment
is not only the premise of benign development and use the ocean for human beings，but also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ocean．

Key Words: maritime anthropology，fishing communities，marin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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